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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筠雅 《文化贸易:清代至
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评介

刘 永 华

包筠雅 (Cynthia J.Brokaw)新著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以下简

称 《文化贸易》)一书 , ① 是作者在长期研究闽西四堡雕版印刷出版业的基础上 , 穷十五年之功

力写成的一部厚重的研究论著 。本书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印刷出版史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

深入的分析 , 是迄今研究清代印刷出版史最为深入的成果之一 。

一 、 书籍出版的社会文化史分析

在西方史学界 , 印刷出版史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早在20世纪50年代 , 年鉴派创

建人之一费弗尔 (一译作费夫贺 , Lucien Febv re)和出版史专家马尔坦 (Henri-Jean M art in)

便将出版史定为亟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 列入写作计划。由于费弗尔过早离开人世 , 这项工作后

来由马尔坦完成 , 最终成果是于 1958年刊行的 《印刷书的诞生》 。② 这本对印刷出版史影响甚大

的著作 , 对印刷书 (imprint)在西方诞生的历程及其影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从 60年代中期

开始 , 尤其是自 70年代中期以降 , 这个课题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 一批深入的研究

论著相继问世 , 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年鉴派文化史学家罗伯特 ·芒德鲁 (Robert M androu)的

《17至 18世纪的民间文化:特鲁瓦的蓝皮书》 (1964), ③ 美国文化史学家伊丽莎白 ·艾森斯坦

(Elizabeth L .Eisenstein)的 《作为变迁之能动主体的印刷出版社》 (1979), ④ 美国文化史学家

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的 《启蒙运动的生意》 (1979), ⑤ 年鉴派文化史学家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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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蒂埃 (Roge r Char tier)的 《近代早期法国印刷品的文化功用》 (1987)等著作。① 这些著作突

破了早期印刷史研究的分析方法与问题意识 , 将研究推进至社会史 、 文化史领域 , 开拓了出版

史 、 书籍史 、阅读史等重要论题 , 并以这些论题为切入点 , 探讨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近代科

学的兴起等欧洲近代早期史的基本问题 ,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

中外史学界对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 , 可以追溯至20世纪 20年代卡特对中国印刷术西传的

研究 , 近代版本学家对中国书籍的研究和钱存训 、 张秀民两位先生对中国印刷史基本问题的清

理。② 然而 , 建立在以往印刷史研究基础之上 , 但又深受当代社会科学影响的印刷出版史的出

现 , 应该说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这个研究潮流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 , 与包筠雅所做的

推动工作是分不开的 。早在 1990年前后 , 包筠雅在结束对功过格的研究后 , ③ 专程前往闽西 、

赣东 、粤东南 、 桂东南 、 川东 、湘西等地考察有关印刷出版史的实物遗存 、民间文献和口述资

料。其后又通过组织专题会议 、出版论文集等方式 , 引领欧美的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④ 目前几

位重要的欧美明清史和宋元史学者已涉足这一研究领域 , 其中包括了英国学者周绍明 , 加拿大

学者卜正民 , 美国学者罗友枝 、彭慕兰 、 周启荣 、贾晋珠等人 。近年来 , 他们撰写的中国印刷

出版史研究论著也已相继刊行 。⑤ 印刷出版史已从一个相当冷门的领域 , 转变为中国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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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ess , 1987.

卡特 (Thomas F.Ca rter):《中国印刷史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 ts S pread Westward), 吴泽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57 年;K .T.Wu , Ming P 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o l.7 , no.3(Feb.1943), pp.203-260;钱存训:《中国

纸和印刷文化史》 (Chinese Paper and Printing :A Cultural H istory), 郑如斯编订 , 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 2004 年;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 韩琦增订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06 年。

Cynthia J.Brokaw ,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 rinceton:Princeton Unive rsity Pre ss , 1991.中译本为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

道德秩序》 , 杜正贞 、 张林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9年。

1995 年 , 美国的 《清史问题》 (Late Imperial China)第 17 卷第 1 期刊出了一组欧美史学家对中国出

版史研究的专题论文 , 参与撰写论文的学者包括卜正民 (T imo thy Brook)、 贾晋珠 (Lucille Chia)、 周

启荣 (Kai-wing Chow)、 彭慕兰 (Kenne th Pomeranz)、 夏蒂埃和包筠雅 , 包筠雅参与了这组论文的组

稿工作;1998 年 , 她组织了一次中国印刷出版史学术研讨会 , 会议论文汇编为 Cynthia J.Brokaw and

Kai-wing Chow ,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 perial Chin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 sity of Califo rnia P ress , 2005.这本论文集刊出了包筠雅 、 周绍明 (Joseph M cDe rmot t)、 贾晋珠 、

马兰安 (Anne E.McLaren)、 何谷理 (Rober t E.Hegel)、 柯丽德 (Katherine Carlitz)、 罗友枝

(Evelyn S.Raw ski)、 安妮· 伯卡斯-查森 (Anne Burkus-Chasson)、 孟久丽 (Julia K.Mur ray)、 徐小

蛮等学者的论文。

Lucille Chia , Printing f or P ro f 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 ianyang , F ujian (11th-17 th

Centuries), Cambridge , Mass.:Harvard Univer sity A sia Center , 2002;Joseph P.McDermo tt ,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 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H ong Kong:Hong

Kong Univer sity P ress , 2006.周启荣的著作是 P ublishing , Culture ,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Stanfo rd Univer sity P ress , 2004).还必须提到的是日本学者井上進的 《中國出版文化史———

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 (名古屋:名古屋大 出版仝 , 2002 年)一书。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由周绍明教授见赠 , 谨此志谢。周启荣和井上进的著作笔者未克获见。有关近年中国出版史的基

本成果 , 可参阅 M cDermo tt , A Socia l H 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pp.263-278;张秀民:《中国印刷

史》 , 第 794—827页。



研究的一个热点 。①

这里提到的印刷出版史 , 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按笔者的理解 , 它至少涵盖了狭义的印刷

史 、 出版史 、书籍史 、阅读史等四个论题 , 这四个论题联系密切 , 但涉及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 。

大致而言 , 印刷史侧重讨论书籍制作的技术史和经济史层面;出版史在注意书籍制作的技术史 、

经济史层面的同时 , 也关注书籍制作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层面 , 关注书籍的制作过程 、 销售网络

与预期读者之间的关系;书籍史更多从书籍本身的角度 , 讨论书籍的制作 、 流通和消费等环节 ,

讨论印刷书与手写本的消长关系 , 书籍 、 藏书家 、 读者之间的关系等;而阅读史关注的焦点 ,

则是书籍的消费环节 , 亦即读者阅读 、 诠释和使用 (或挪用)文本的过程 。② 在近期印刷出版史

研究中 , 最值得注意的进展并不在于对书籍的制作 、 销售过程的讨论 , 而是对书籍与读者之间

关系的社会文化史分析。

二 、 重构清代坊刻本的空间维度与社会维度

在最近刊行的中国印刷出版史论著中 , 《文化贸易》 最值得我们关注 , 因为它比较集中地体

现了目前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局限:从这一领域的问题意识 , 到使用的基本资料 ,

从考察中国印刷书的基本分析方法 , 到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某些方法论局限。仔细检视这部著作 ,

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现状的了解 。

应该说 , 本书标题虽揭出 “贸易” 一语 , 但本书的问题意识并不囿于书籍交易 。从其写作

意图看 , 本书关注的基本问题 , 并非书籍的制作与销售本身 , 而是清代坊刻本在空间层面的扩

张和社会层面的渗透 , 尤其是四堡坊刻本的受众 (audience)及印刷书在中国文化整合过程中扮

演的角色 。从章节安排来看 , 本书分成两个部分 , 分别讨论四堡坊刻本的出版 、 销售与这些坊

刻本的内容 、物理特征和版面安排两个论题 , 大体对应于印刷出版史的技术史 、 经济史层面和

社会文化史层面 。

一般认为 , 清代的印刷出版业是晚明兴盛一时的出版业在时间上的延伸 , 但实际上 , 清代

出版史与明代存在重要的差别 。在明代 , 称雄印刷出版业的是南京 、 杭州 、苏州和建阳等少数

几个中心 。入清以后 , 明代的四个出版中心 , 建阳的出版业一蹶不振 , 南京 、 杭州的地位大打

折扣 , 只有苏州维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 北京一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 。与此同时 , 清代

出现了出版业在空间分布上逐渐扩散的现象 , 涌现出一批区域性的出版中心 , 其中包括四川的

成都 、岳池 , 广东的广州 、佛山 , 江西金溪的浒湾 , 湖南的永州 , 山东的济南和聊城等地 。本

书讨论的四堡 , 便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这样一个出版中心 。

四堡是位于闽西汀州府长汀 、 清流 、 宁化 、 连城四县交界地区的一个村落群 , 这里属于客

家聚居地 , 从事出版业的书商主要来自聚居于当地雾阁 、 马屋两村的邹氏宗族和马氏宗族 。与

建阳的麻沙和书坊一样 , 四堡附近山区有着丰富的木材 、 纸等资源 , 这为当地印刷业的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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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基本条件。本书认为 , 四堡印刷出版业大约是 17 世纪 60 年代先后在雾阁 、 马屋开始兴起

的 , ① 此后至 19世纪早期 , 四堡书坊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之中 。根据民间文献和实物资料 , 作者

估计 , 至 17世纪末 , 四堡共有 13家书坊;乾隆 、嘉庆两朝 , 是四堡出版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 至

19世纪初 , 当地涌现出了 46家新书坊。(第 86页)同期北京的书坊 , 可考者近 120家 , 苏州57

家 , 广州 25家 , ② 由此足见四堡印刷出版业的规模 , 虽难望北京之项背 , 但很可能已超过广州 ,

即与苏州相比亦不遑多让 。

印刷出版业在四堡的兴起 , 四堡书坊数量的增加 , 本身就是清代出版业空间扩张的重要表

现 , 不过 , 清代出版业空间扩张最为重要的明证 , 是包括四堡在内的出版中心刊行的坊刻本在

空间上扩散的广度和深度 。从广度上说 , 四堡书商不仅前往广东 、江西和浙江等邻省 , 而且进

入广西 、 云南 、 贵州 、湖南 、 湖北和江苏等路程较远的省份 , 或开设固定的书肆书摊 , 或走街

串巷肩挑贩书。当时地方志称四堡人 “以书版为产业 , 刷就发贩 , 几半天下” , “城市有店 , 乡

以肩担” , ③ 反映的大体应是实情。同样重要的是空间扩张的深度 , 包筠雅注意到 , 四堡书商进

入的区域中 , 主要的都会和商业中心 , 那些人口最为密集和最为富庶的区域性经济核心区 , “从

未成为 [四堡] 邹氏和马氏 [书商] 的销售市场的主心骨” , “四堡书商选择的是腹地的府城 、

县城和集镇 , 它们靠近但并不处于广东 、广西 、 江西和湖南省的都市核心” 。 (第 231页)本书

还注意到客家移民路线在四堡销售网络扩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一观点并非作者的独创 , ④ 但

她通过细致的描述 , 比较充分地论证了明清客家移民路线与四堡书商的销售网络之间的相关性 。

清代客家人聚居的地区 , 也正是靠近都市核心的腹地。这样一种经营策略 , 让四堡书商克服了

四堡本身作为经济 、 文化腹地在出版业中的不利地位 ,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其他区域性出版

中心的竞争 , 从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收益和发展机会。这种经营策略最为重要的特征是 , 四堡

的销售网络渗透到区域市场系统的下端 ———集镇和乡村 , 尤其是渗透到过去的书籍销售网络可

能从未触及的华南 、 西南的内陆腹地和边疆地区 。从这种意义上说 , 比起其他的出版中心 , 四

堡书商的销售网络也许更为典型地反映了清代坊刻本空间扩散的深度。

由于地理因素的局限 , 要了解江南等文化先进地区的文人风尚 , 对四堡书坊而言并不容易 。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 , 四堡书商不仅认真选择销售网络的辐射范围 , 而且 “对出版的文本进行审

慎的选择” , 他们刊行的是 “确认无疑的畅销书” , 那些 “精挑细选的普及性和实用性都得到充

分证明的著作” , (第 305—306 页)亦即地方文献所谓的“经生应用典籍”与“课艺应试之文” 。⑤

在本书第二部分 , 包筠雅对这些书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 笔者认为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

根据作者的分类 , 四堡出版的 “畅销书” 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蒙学 、 杂字 、幼学 、文范 、

诗选 、四书五经等教育类书籍 , 实用类书 、家礼 、 药书 、 医书 、 通书 、 风水书 、 星相指南 、善

书等指南类书籍 , 以及小说 、 戏曲 、 歌册 、诗集 、 书画集等文艺类书籍 。作者花了整整三章 、

近二百页的篇幅来讨论这三类著作 。据笔者的粗略统计 , 本书共对 92种四堡坊刻本 (教育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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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在披阅道光十一年 (1831)刊 《雁门郡童氏族谱》 的过程中 , 发现四堡印刷出版史的出现 ,

也许可以提早 10—20 年 , 但这并不影响包筠雅的基本结论。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 第 392—396 页。

杨澜:《临汀汇考》 卷 4 《物产》 , 光绪四年 (1878)刻本 , 第8 页上—下;光绪 《长汀县志》 卷 31 《物

产》 , 第 69 页下。

陈支平和郑振满在 1988 年的一篇论文中已提出这一看法 , 参见陈支平 、 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

研究》 ,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 年第 2 期 , 第 93—109 页。

杨澜:《临汀汇考》 卷 4 《物产》 , 第 8 页上—下。



种 , 指南类 32种 , 文艺类 24种)进行了详略不等的分析 , 提到和稍加介绍的书籍还不在此数 。

在分析过程中 , 作者不仅关注这些坊刻本的内容 , 而且对这些文本的物理特征和版面安排进行

了分析。

从印刷书目看 , 四堡坊刻本的核心文本是教育 、指南和文艺类等 “确认无疑的畅销书” 。那

些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从来就不是四堡书坊的首选对象 , 当地基本上未曾刊行过对 18世纪学术

界非常重要的考据学著作 。从版本学的角度看 , 四堡坊刻本多半开本很小 , 版面排字拥挤 , 误

字漏字时有出现 , 印在廉价的毛边纸上 , 雕刻的质量本来就不好 , 又因过度磨损而字迹模糊 ,

从版本学上说价值不高。四堡坊刻本的版本学缺陷 , 恰恰为了解清代的 “大众文本文化”

(popular tex tual cul ture)———所有阶层共享的以文本为媒介的文化 ———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

对四堡坊刻本的分析表明 , 四堡书坊试图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 其社会维度是 “大众的” 。

不过 , 许多四堡坊刻本面对的实际上是下层读书人 , 作者特地提出 “四堡模式” 的概念 ,

强调这些文本的社会维度:四堡坊刻本的版面安排和低廉价格 , 为渗入社会下层提供了可能 。

不少四堡坊刻本或是在小开本的版面内尽量增加文本的内容 , 或是为文本提供断句 , 或是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相对艰深的文字 , 它们面对的虽然是不同阶层的读者 , 却格外关照文化修养

不高却又为数众多的下层读书人 。这些书籍的价格 , 常常不及其他地区刊刻书籍的一半 , 就连

贩夫走卒也买得起 。(第 514—518 页)因此 , 作者推断 , 四堡坊刻本的目标受众 , 是 “由充其

量是小康之家构成的相对广泛的受众” 。(第 522 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作者在探讨清代坊刻

本的社会维度时 , 一再强调不管是四堡刊刻的核心书籍 , 还是这些书籍的版面安排 , 都比较典

型地反映了清代出版业向社会下层渗透的情形。(第 8页)

这些坊刻本向内陆腹地和社会下层渗透的现象 , 对中国文化进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 随着这

一文化渗透过程的展开 , 中国文化的整合程度是否逐渐提高了呢 ?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 , 作者

进行了审慎的讨论。面对四堡坊刻本在空间与社会层面渗透的史事 ,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文化整

合性提高的观点 。随着四堡书商的脚步 , 中国文化离西南边疆小民百姓的距离的确是越来越近

了。但是 , 核心文本群并非铁板一块 , 它们本身便很驳杂 , 不仅内容深浅不一 , 书中表达的价

值观也不尽一致 , 有的甚至包含被视为异端的内涵 。深奥的考证学著作针对的受众是受过系统

教育的精英读者群 , 而以方言写成的杂字 、 字典 、 歌册等作品 , 不仅无益于提高文化统一性 ,

反倒 “有助于延续与`统一的' 核心文本文化并行不悖 ———尽管不是丝毫没有关联 ———的独特的

地方文化传统” , (第 358页)从而有效地制衡了出版业的文化统一效应。因此 , 本书在讨论中

国文化整合问题时 , 并不是去寻求一个终极的答案 , 而是致力于动摇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看法。

三 、 贡献与局限

《文化贸易》 对清代印刷出版史的深入讨论 , 首先得益于作者在搜集资料上所下的苦工夫 。

在欧洲 , 保存至今的系统的印刷出版史资料 (诸如商业书信 、 账本 、 遗嘱等)为数不少 , 为从

事出版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达恩顿之所以可以细致考察一本书 (狄德罗的 《百科

全书》)的出版史 , 夏蒂埃之所以能够深入讨论法国北部商业出版中心特鲁瓦 (Troyes)刊行的

蓝皮书 (bibliothèque bleue)的受众 , 其原因端在于此。① 在中国 , 流传至今的相关商业书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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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 ;Roger Char tier , The Bibliothèque Bleue and Popular Reading ,"

in Char tier ,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 pp.240-264.



来便不多见 , 有关的账本和分关等民间文献也数量很少 , 且罕为公藏机构收藏 。在这种情形下 ,

要讨论书籍的制作 、 销售 、阅读等问题 , 实属不易。《文化贸易》 的难得之处 , 正在于此书的写

作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考察和长期的资料搜集工作之上的 。作者自 1990年前后将研究兴趣转移

到四堡印刷出版史的课题后 , 即先后多次前往当地乡村及四堡书商在各地的销售网点 , 进行长

期的田野调查工作 , 考察当地印刷史实物遗存 (雕版 、刻本 、 印书房 、印刷工具等), 搜集相关

的族谱 、 账本 、 分关等民间文献 , 走访印刷出版业的参与者 、 见证者和知情人 , 获得了大量的

第一手资料 , 诸如内中包括大量书商传记的族谱 3种 , 重要的印刷 、销售账本 3种 , 书坊分关 8

种 , 四堡刊行的书籍上百种 , 以及数量可观的印刷出版史的实物证据和口述资料等。这些资料

的质与量 , 虽然尚难与欧洲的相应资料相媲美 , 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料方面的局限 , 为重

构四堡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 讨论其社会文化影响提供了可能。

本书处理资料的方法 , 也颇值得注意 。欧洲文化史学家在分析印刷书时 , 曾尝试从印刷文

本本身 (情节的繁简 、文字的深浅 、插图的使用等)寻找文本与受众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 ① 研

究中国民间文化史的学者 , 也曾试图建立文本等级与受众阶层之间的对应关系 。② 同样 , 包筠雅

在分析四堡坊刻本的过程中 , 也设计了一套分析文本的方法 , 强调对文本的物理特征和版面安

排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关注的问题是:书籍是用什么纸印成的 ?刻字的技巧如何? 版面是如何

设计的? 文字的难度如何 ?注解是否通俗易懂? 是否使用标点? 是否使用插图? 等等 。根据对

这些特征的分析 , 可以对这些书籍预设的受众作出合乎逻辑的推断 。③ 在缺乏其他相关信息的情

形下 , 这种技术不失为相当重要的一种方法 。当然 , 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 , 笔者将在下文讨论。

在问题意识和主体内容方面 , 本书虽然对清代四堡印刷业的技术和组织层面进行了相当专

业的细致分析 , 这些分析也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清代印刷业的了解 , 但是 , 很清楚 , 作者的着眼

点是清代出版业的社会文化史侧面 , 她对其研究课题的定位更倾向于书籍社会史而不是印刷史 。

书中对四堡坊刻本的分析 , 讨论的主题自然是大众文本文化的问题;即使在考察书籍销售区域

时 , 作者关注的也不仅仅是这一环节的经济史内涵 , 更为重要的是其社会文化史意义 。在分析

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基础上 , 作者讨论了欧美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 。

本书不只是关注四堡坊刻本如何传播正统文化 , 而且权衡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强化了中国文化的

整合 , 又在何种意义上容纳了丰富的乃至不尽协调的观念 、 价值和模式 , 促成了地方意识的形

成 , 延续了地方文化传统 , 从而力图在统一性与差异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比起早先仅强调文

化整合和统一性的研究 , ④ 这一结论似乎更能言之成理 。

本书相对薄弱的地方 , 首先在于对坊刻本受众的讨论 。作者在这方面的探讨 , 似乎得益于

法国学者米歇尔 ·德塞都 (Michel de Certeau)的挪用理论 , ⑤ 强调受众对文本的使用 (阅读)

过程 , 同时也是一个创造性的生产过程。但要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 无疑需要挖掘新的资料 ,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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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Char tier , The B ibliothè que B leue and Popular Reading ," pp.252-257;Roger Chartie r , Tex ts ,

Printing , Reading s ," in Lynn Hunt ,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 Be rke ley and Lo s Angeles:

Univer sity o f Califo rnia P ress , 1988 , pp.154-175.

David Johnson , Communication , Class ,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 id Johnson ,

Andrew J.Na than , and Evelyn S.Raw ski , eds., Pop ular Culture in Late Im perial China , Berkeley and

Lo s Ange les:Unive 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5 , pp.34-72.

贾晋珠在 P rinting f or Prof it一书中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法。

参见 Johnson , Nathan , and Raw ski ,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 perial China 收录的论文。

Michel de Cer teau ,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 i f e , trans.S teven Rendall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 sity o f Califo rnia P ress , 1984.



换分析的视角。通过书中对销售网络的讨论 , 我们知道书籍是如何刊刻 , 如何发售到其他地区 ,

但不太清楚这些书籍是如何进入下层读书人的世界的。作者对坊刻本特征的讨论 , 着重从其价

格 、 物理特征 、 版面安排推断其受众 , 这常常不失为一套有效的辅助分析法 , 但在可能性与历

史事实之间毕竟存在不可否认的差距 , 毕竟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诠释和使用 , 可能存在着不

容忽视的差异。① 因此 , 仅从文本本身推断受众 , 在方法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 , 我们似乎还需

要寻求讨论文本与受众之间关系的其他证据 。也许必须在方法上结合出版史与书籍史研究 , 同

时扩大资料搜集的范围 (如注意日记类史料), 多从读者在书中留下的标点 、 批注 、 题刻等信

息 , 进入受众的阅读世界 。②

离开四堡书商的销售路线 , 离开他们兜售的坊刻本 , 回到四堡本地 , 这样一个在清代重要

的贸易网络中无法找到自身位置 , 在文化成就上根本无法跟江南乃至宋明时期福建的印刷出版

中心建阳相提并论的地区 , 竟然孕育出了中国南方相当重要的一个印刷出版中心。面对这样一

段史事 , 除了讨论四堡以外的世界 , 我们是否还应该进入四堡本地的社会文化史脉络 , 进一步

去追问:聚居于四堡的客家族群 , 与当地非汉族族群有何关系 ?他们是在何时 、 又是如何进入

汉文化系统的? 创建宗族 、推广乡约 、 祭祀列入朝廷祀典的神明等社会文化实践 , 在其中扮演

了何种角色?聚居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客家族群在明清两代的经济 、 社会和文化活动 , 究竟在

何种意义上为四堡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堡书商的经济活动 , 又是如何影响

当地的社会文化进程 ? 一句话 , 一个原本属于非汉族族群聚居的地区 , 是如何转变为以生产 、

输出和销售以书面汉语为媒介的知识 (其主体还是通常被视为正统的中国文化)而闻名于世的

印刷出版中心的呢?③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 对于理解清代四堡出版史本身和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

文化史进程 , 想必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由于作者的预设主题和问题意识的限制 , 《文化贸易》

一书只是或详或略地触及其中一些问题 , 因此 ,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应该还存在不小的空间。

这些近乎苛求的批评和建议 , 本身来自于一个读者 (受众)对这部优秀著作的诠释和反应

(也许包括误读)。毕竟 , 瑕不掩瑜 , 经过本书对四堡印刷出版史的清理 , 今天我们对清代的书

籍出版———从印刷技术到劳动组织 , 从运输路线到销售网络 , 从版面设计到目标受众———的了

解 , 不能不说是更为具体 、更加深入了 。包筠雅希望本书成为 “中国书籍社会史领域未来研究

的底线或基本参考书” , (第 32页)依笔者看 , 这一目标无疑是实现了。

〔作者刘永华 ,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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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是“ 接受理论” (reception theor y)的基本观点 , 参见 Ter ry Eagleton , L 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 Minneapolis:Unive rsity of M inneso ta Pre ss , 1983 , pp.74-88.根据夏蒂埃的看法 , 这种在

具体文本与社会范畴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做法 , 是文化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 他对这种 “范畴化”

(catego riza tion)的分析法批评甚力 , 参见 Roger Chartie r , The Wor ld as Representation ,"in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 eds., 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 New Yo rk:The New Press ,

1995 , pp.549-550.对文本进行似乎匪夷所思的 “民间的” 诠释和挪用的一个典型事例 , 是卡罗· 金兹

堡笔下的梅诺乔对宗教文献的解读 , 参见 Car lo G inzburg ,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 ix teenth-Century Mi ller , tr ans.John and Anne Tedeschi , H armondsw o rth:Penguin Books , 1982.

我们看到 , 周绍明已经从书籍社会史的角度 , 试图讨论这个问题。参见 McDermott ,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不过 , 同样由于资料的限制 , 周绍明侧重讨论的是士大夫而不是下层读书人 。

这一问题的提出 , 得益于台湾交通大学罗烈师博士的评论 (2006 年 7 月 17 日)。


